忘却学习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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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技术和管理模式等知识的更替使得忘却学习被视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但相关研究缺乏识别不同企业特征及其在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忘却学习方式。因此，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参考，基于忘却学习的视角，将行业数字化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年龄作为企业类型划分依据，采用K-means算法将2017－2021年我国开展数字化转型的A股上市企业划分为行业和地区双赢型、行业优势型、地区优势型3类不同群组，将战略制定、转型实施、评估迭代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3个阶段，运用轻量级梯度提升机算法（LightGBM）获取不同类型企业在转型各阶段的学习方式并组合为其数字化转型的学习路径。结果显示：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优先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取并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过时知识的抛弃，行业优势型企业全程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取，地区优势型企业优先注重内部过时知识的抛弃并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外部知识的获取；此外，数字化转型对行业追随者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对于计划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应当明确自身优劣势并做好阶段性规划、选择适合的路径，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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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Path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learning: Tak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y, Region and Enterprise Age into Consideration

Fang Gang, Gao An
（School of Management,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wave of digital economy, the replacement of knowledge such a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ode, makes unlearning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way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relevant studies only draw some overlooks conclusions, which is difficult to help enterprises "suit the remedy to the case". By taking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and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stages into consideration,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what type of enterprises, at what stage, and what learning methods are suitable for trans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first of all, based on the K-means algorithm,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carrying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2017-2021 were clustered under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degre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terprise age, and three groups of industry region win-win type, industry advantage type, and regional advantage type were obtained; Th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trategy formulation,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teration; LightGBM algorithm is used to fit the samples to obtain the learning metho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each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are combined into the learning path of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learning path is "first utilization then exploration" for the regional advantageous enterprises, "first exploration then utilization" for the industry region win-win enterprises, and "full exploration" for the industry advantageous enterprises. Therefore, for enterprises planning to transform, they should make clear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make staged planning to gain advantage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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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如需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如“1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等
当前有大量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其中仍有近七成企业的转型实践以失败告终[1]。当前研究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数量也日益增加，但多是从资源和能力层面展开讨论，忽视了组织学习这一更深层次的驱动因素[2]，而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探讨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或许能为解决当前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新思路。不同于渐进性的技术和管理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由工业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的根本性变革[3]，企业必须主动抛弃在以往范式下所积累的过时的观念和惯例，并主动学习适用于数字技术范式下的新技术、新思想[4]，通过忘却学习实现组织知识的更新[5]。因此，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忘却学习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6]。
然而现有相关文献中存在一些欠缺：一是大多是俯瞰性的结论，难以“对症下药”。普适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不能充分考虑到企业个体间的差异，会导致数字技术和企业难以实现有机融合，在个别企业中甚至产生了负作用[7]。二是大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且充满试错的过程[8]，事实上，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9]。因此，首先识别不同企业的特征及其转型所处的阶段，才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行业数字化程度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10]，来自业内激烈的竞争或是地区政策导向与制度压力常使企业面临进退两难的抉择。同样的，企业年龄等来自企业内部的因素同样会影响其创新活动[11]。然而，即使企业最终决定开展数字化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漫长的转型之路要求企业制定明晰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的转型节奏[12]。纵观当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基本遵循“设计—实施—反馈”三阶段[9]。因此，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将行业数字化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年龄作为企业类型的划分依据，将战略制定、转型实施、评估迭代作为企业转型的3个阶段，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获取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转型不同阶段采用的学习方式，回答“何种类型的企业在何种阶段适合采用何种学习方式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为企业提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转型指导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那么，为什么要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来进行研究？首先，相关实证研究常用的回归模型需要假设变量之间具有特定的函数形式（如线性或“U”型），但仅通过线性回归或结构方程等线性关系来验证假设的方式在合理性方面本就存疑[13]，简单的函数形式也常使研究结论难以解释样本之外的案例；相比之下，机器学习方法无需事先设定函数形式，在大样本情形下能够发掘出更为复杂的规律，提升结论的泛化能力。其次，尽管机器学习方法使得变量间的函数关系成为“黑箱”，但仍为我们提供了验证理论假设的新途径：不同于传统回归方法比较函数中自变量系数的方式，机器学习方法能够通过输出变量，在模型中对结果准确性的贡献度来反映不同学习方式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程度[14]，从另一角度实现研究目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转型的影响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于两方面。一是地区制度压力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地区内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当地政府往往会为企业提供扶持性与引导性政策，吸引区域内大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逐步形成区域数字化制度和数字化生态系统[15]；此后，数字化制度压力推动区域内其他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融入生态系统而避免被淘汰。二是地区同群企业的拉动。体现在区域内的竞争使得企业倾向于通过模仿对手的行为而避免自身失去竞争优势[16]，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当竞争对手尤其是地区龙头企业选择数字化战略时，同群其他企业基于降低决策风险的考虑往往会选择跟随。综上提出假设：
H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因素之一。
1.2  行业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行业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于两方面。一是行业数字化程度影响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管理模式跨度。如处于建筑业、运输业等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的企业中，科层制的组织架构、追求稳定的组织文化十分常见，这使得这类企业缺乏战略柔性，当数字化带来的冲击尚未打破行业稳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绩效的影响尚不明朗，贸然抛弃多年积累的观念和惯例并不被企业管理者接受[17]；而对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产品迭代快、竞争强度大的特点促使行业内大量企业形成扁平高效的组织结构以及拥抱创新的组织文化，当行业内竞争对手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示范效应，往往会有很多企业对其进行学习和模仿并逐渐实现同质化和规范化，而那些不主动跟随的企业将面临被行业淘汰的风险[10]。二是行业数字化程度影响实现转型的技术跨度。对于行业数字化程度低的企业，其原有技术标准、生产规范等知识和惯例在转型过程中的复用程度低，更宽的技术跨度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试错成本，挑战了多个部门的利益，使得自上而下的转型战略往往难以推行[18]；而对于行业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其业务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高，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跨度小，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助于各部门利益达成一致，便于企业开展新设备的购置与建造、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技术知识的培训学习，实现全局性的数字化转型[19]。综上提出假设：
H2：行业数字化程度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因素之一。

1.3  企业年龄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企业年龄能够代表其行业经验的丰富程度[20]，通常而言，年龄越大的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经验越丰富。但对于数字化转型等技术创新活动来讲，年龄因素或许会对企业产生倒“U”型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较小的初创企业，其行业实力和经验有所欠缺，研发投资风险更大[20]，但路径依赖程度低，对于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知识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而年龄较大的老牌企业，在传统行业多年的深耕使其形成独有的技术和管理体系，拥有较强的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但所积累的技术壁垒在其数字化转型时往往形成阻碍[11]，制约转型活动的开展。综上提出假设：
H3：企业年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因素之一。
1.4  忘却学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
以往从资源能力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往往局限在具体的资源或能力，从而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2]。任何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组织学习【表述过于绝对且无引证】，组织学习逐渐被认为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式。数字化转型作为跨范式的战略变革[3]，企业在学习新知识前需要首先对不再适用的旧知识进行忘却，才能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本研究中所指的忘却学习既包括对旧知识的抛弃，也有对新知识的主动学习，并沿用Gabriel等[21]学者的划分方式，将忘却学习分为利用式忘却学习和探索式忘却学习。【……？】综上提出假设：
H4：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均会开展利用式忘却学习。
H5：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均会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

【以下段落内容仅针对研究方法分阶段展开描述，并未关于假设H4和H5的提出提供相关的基础铺垫，应作为本研究方法设计阐述的内容】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因此本研究企图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不同阶段，探讨两类忘却学习在其中具体的开展时机与方式。现有关于转型阶段的划分研究方法主要可归纳为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总结法【这是阶段划分？如何理解？】，分别有如陈国权等[22]和Ekman等[23]的研究，前者能够为目标企业提出有针对性且详细的建议，但沿用后者的方法划分方式【问题同前】显然更具普适性。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归纳总结法普遍遵循“设计－实施－反馈”的划分【问题同前】分析【？】逻辑，因此在运用归纳总结法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战略制定、转型实施、评估迭代3个阶段（见图1）。在战略制定阶段，管理者抛弃陈旧的观念，吸纳更加开放的文化和思想，设立长远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优化组织结构并营造变革的氛围；在转型实施阶段，企业抛弃传统低效的工作流程，引入信息化资产搭建数字基础设施，并学习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业务问题；在评估迭代阶段，企业通过评估数字化转型的成果与不足，发现业务流程中尚未优化的环节，进一步除旧布新。
【图1：图内的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并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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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划分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K-means算法将数字化转型企业依据行业数字化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年龄3个维度划分不同群组，随后运用轻量级梯度提升机算法（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ightGBM）分别构建两类忘却学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影响关系模型，通过自变量（两类忘却学习）在各个模型中的贡献度（贡献度越高，该变量对于结果的影响程度越大）来解释不同类型企业在不同的转型阶段适合开展的学习方式。
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鉴于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热潮的掀起始于2016年G20峰会之后，因此选取2017－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在获得26 428条初步数据后，依下列次序进行数据处理，共获得1 353家企业2 401条样本数据。

（1） 去除标记为ST，*ST，PT的异常企业样本；
（2） 去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资不抵债）的样本；
（3） 去除存在数据维度缺失的样本；
（4） 去除距离样本均值超过3倍标准差的极端值；
（5） 去除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应概要性交代理由】； 
（6） 去除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为0的样本（认为此类企业未开展数字化转型）。

2.3  变量测量方式
2.3.1  聚类维度
（1）行业数字化程度（IDT）。借鉴陈玉娇等[10]的测量方式，采用企业所处行业对计算机制造业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计算机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投入到各行业的中间品占各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行业数字化程度指标。
（2）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RDT）。我国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1）》【补标引著录该报告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代替文献标引著录】显示，31个省区市（未含港澳台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当地人均生产总值（GDP）高度正相关，因此取企业所在省区市2017－2021年的人均GDP作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3）企业年龄（AGE）。借鉴郑登攀等[11]的测量方式，采用企业从注册年份到2021年的时间。
由于上述数据在各个维度内不存在极端值，但不同维度间的量纲差异较大，因此适合采用归一化处理，将各维度数据均转化为[0,1]之间的变量。
2.3.2  特征变量
（1）利用式忘却学习（LW）和探索式忘却学习（TW）。知识在组织中有不同的载体，或存在于专利、技术手册中，或物化在机器设备上，组织知识存量的变动通常以资产变动的形式体现[24]。利用式忘却学习意味对旧知识的抛弃，因此选用（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总资产来测量；探索式忘却学习意味对新知识的吸收，因此选用（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总资产来测量。
2.3.3  结果变量
（1）战略制定（DS）。企业的战略规划会在其年报中体现，对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可以了解其战略导向[25]【这有引用的必要吗？究竟实质性参考或引用了文献25中的什么观点或原句表述？】，因此以企业年报文本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词的词频表示[26]。表1列举了数字化转型企业在战略制定阶段所采用的关键词。

表1  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
	变量
	词汇分类
	具体词汇

	数字化转型的
战略制定
	数字商业模式
	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能源、智能营销、智能制造、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

	
	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智能合约、分布式计算、去中心化、比特币、联盟链、差分隐私技术、共识机制

	
	云计算技术
	内存计算、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物联网、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信息物理系统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


 
（2）转型实施（DZ）。转型实施阶段主要测算数字基础设施（计算机、电子设备、信息系统等软硬件资产）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因此沿用刘飞[26]的测量方式，以企业本年度购进数字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指标。
（3）评估迭代（DP）。评估迭代阶段主要测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有文献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积极或消极效应均会反映到其经济效益指标上,但该影响存在滞后性[27]。考虑到企业规模的不同，在刘淑春等[27]测量利润额的基础上，以（企业t+1期净利率−t期净利率）（t为年份）作为测算指标。
2.4  K-means聚类分析
借助基于Python语言的机器学习库Scikit-learn实现K-means聚类分析，从行业数字化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年龄3个维度确定样本在空间中的位置，并以此对群体进行聚类。

2.4.1  群组个数的选择
由于K-means算法需要人为事先规定k值（聚类簇数），主观为k赋值往往带来聚类结果的不科学性，因此Rousseeuw（1986）【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提出通过计算轮廓系数（silhouette coefficient，SC）来评价聚类结果的好坏，当前k值下的轮廓系数越大，意味聚类效果越好（不同群组间的差异最大）。基于样本数据，通过对k分别在[2,10]区间内赋值并计算各自的轮廓系数，得出不同k值下的轮廓系数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2显示，当k取3时聚类效果最好，因此选取k=3开展分析。
【图2:1补坐标轴原点“0”。2.横坐标标目“k”改为斜体。3.图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并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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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k值下样本数据的轮廓系数

2.4.2  K-means聚类结果【以下涉及的“模型”，均应阐述交代清楚，不能简单泛指】
将参数k=3输入模型【指代不明，应交代清楚】，运行后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
【图3：1.三处原点“0.0”改为“0”。2.缺少图例，不同色阶的点代表何意交代不清。 3.图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并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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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本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聚类结果
聚类中心能够反映不同群组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表2展示了样本企业聚类结果中各群组的聚类中心坐标。结果显示：群组1表现为高行业数字化程度与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群组2表现为高行业数字化程度与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群组3表现为低行业数字化程度与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值得一提的是，3类群组在企业年龄维度下均表现出较为中间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年龄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年龄通常能够反映企业的行业经验[20]，尽管丰富的行业经验意味着企业具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和较多的资源，但对于成熟企业来讲，限制其后期发展的反而是技术刚性问题[11]。同样的，初创型企业受制于较差的技术创新和抗风险能力，也注定会在数字化转型上表现出犹豫，因此，行业追随者企业或许成为转型机会窗口的主要受益者，组成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
表2  样本数字化转型企业各群组的聚类中心坐标
	群组
	维度下水平
	样本数/个

	
	IDT
	RDT
	AGE
	

	群组1
	0.926
	0.855
	0.404
	1510

	群组2
	0.801
	0.324
	0.450
	518

	群组3
	0.478
	0.817
	0.428
	373


在限定企业年龄维度的前提下，根据样本企业各群组在行业数字化成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维度下的不同水平，依次对其进行命名：
（1）行业和地区双赢型（群组1）。表3展示了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的基本特征。此类企业占总样本的62.9%，是比重最高的群组，说明同时具有地区和行业双重优势的企业更倾向于数字化转型。此类企业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方面，处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直辖市等地区，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导向强；另一方面，深耕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科技水平含量高、产品更新迭代快、业内竞争压力大的高新技术行业，大多为高新技术行业领先者，较早嗅觉数字经济趋势并率先进行战略布局，注重前沿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降本增效、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表3  行业和地区双赢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基本特征
	维度
	特征表现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52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64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03家）、专用设备制造业（126家）、通用设备制造业（55家）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
	广东（455家）、北京（217家）、浙江（211家）、江苏（200家）、上海（131家）、

	企业举例
	京东方（北京）、美的集团（广东）、海尔智家（山东）、海康威视（浙江）、立讯精密（广东）

	平均企业规模（以注册资本表示）
	11.96亿元

	平均固定资产投入（以固定资产增长率表示）
	21%


（2）行业优势型（群组2）。表4展示了行业优势型企业的基本特征。此类企业在样本中的比例为21.6%，与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处在同一产业链，但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一般承担前者的资源供给者或代工方的角色，因此更加注重固定资产投入。行业的先进性和激烈的竞争氛围促使此类企业养成了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但其大多处于中西部地区，相较于前者往往受限于当地较为薄弱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有限的政策红利。其转型动机源于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大量转型产生的业务带动效应，具有很强的跟随和模仿性。产业链数字化对此类企业的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管理者逐渐感知到产业链带来的压力，当行业领先者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效应，模仿是此类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表4  行业优势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基本特征
	维度
	特征表现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8家）、专用设备制造业（30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7家）、零售业（24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1家）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
	四川（60家）、河南（50家）、河北（40家）、湖南（39家）、贵州（19家）

	企业举例
	朗玛信息（贵州）、森霸传感（河南）、南天信息（云南）、立昂技术（新疆）、创意信息（四川）

	平均企业规模（以注册资本表示）
	8.38亿元

	平均固定资产投入（以固定资产增长率表示）
	26%


（3）地区优势型（群组3）。表5展示了地区优势型企业的基本特征。此类企业占据了15.5%，多数为经济发达地区传统行业的大型央国企及其生态企业，具有复杂的组织架构并面临较强的路径依赖。此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很强的被动性，源于发达地区新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对企业的合法性约束以及制度压力，其较为复杂的组织架构以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跨越式技术变革也使其相对于前两类具有行业优势的企业群组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不同于前两类企业追求数字化转型的效率，其更为看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和业务的稳定，同时较大的企业规模也使得其对于数字化转型成本的敏感度较低。
表5  地区优势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基本特征
	维度
	特征表现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24家）、金属制品业（22家）、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1家）、造纸及纸制品业（16家）、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16家）

	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
	广东（91家）、浙江（59家）、江苏（40家）、北京（37家）、上海（27家）

	企业举例
	中国建筑、中煤能源、中国中铁、宝钢股份、中国铁建

	平均企业规模（以注册资本表示）
	25.01亿元

	平均固定资产投入（以固定资产增长率表示）
	22%


2.5  LightGBM回归分析
2.5.1  方法选择
采用机器学习LightGBM算法对样本进行拟合，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复杂且动态的变革，各要素的协同整合使得其难以通过基于函数关系构建的回归模型进行描述；与传统的回归模型相比，机器学习模型能够适应变量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当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时，机器学习的拟合效果更好[13]；【赘述】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不同类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各阶段中采用的主要忘却学习方式，最终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借助机器学习模型虽然无法直接获取变量间的函数关系，但可以获取自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自变量重要性越高则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就越大[28]。因此，采用机器学习中LightGBM回归算法分别对上述3个群组各自3个阶段共9个模型【问题同前】进行拟合。

2.5.2  LightGBM算法介绍
LightGBM算法原理是将连续的浮点特征离散成k个值，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直方图，随后遍历样本数据计算每个值在直方图中的累计量，找到最优的样本分割点[29]。作为决策树算法的优化，相对于前者【指代不明】有训练速度和泛化能力的提升，对于样本之外数据的适应性更强，当前已成为用于解决回归问题的主流算法之一[28]。

2.5.3  模型【问题同前】参数选择
LightGBM算法需要对模型参数进行调优，使得测试集的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尽可能小。模型参数的调整采用控制变量法，每次控制其他参数不变，对单个参数进行调整，经多轮调试发现，模型评估指标并无显著提升。为避免过拟合现象以及增强不同模型间的可解释性，统一将所有模型固定选取参数，如表6所示。
表6  模型参数取值
	参数
	取值

	训练集切分比例
	0.8

	基学习器
	GBDT

	基学习器数量/个
	100

	学习率
	0.1

	L1正则项/项
	0

	L2正则项/项
	1

	样本征采样率【？】
	1

	树特征采样率
	1

	节点分裂阈值
	0

	叶子节点中
样本的最小权重
	0

	树的最大深度
	10

	叶子节点最小样本数/个
	10


2.5.4  不同模型比较
同时选取XGBoost算法、随机森林算法以及线性回归算法对样本变量数据进行拟合，将所得结果与LightGBM算法进行对比，如表7所示。其中MSE、RMSE、MAE【补充交代其含义】指标均为越小则模型拟合度越高，R2为越大则模型拟合度越高[13]，表中数值为该算法下所有模型所得均值。首先，通过对比各算法的训练集所得R2（0.808>0.514>0.250>>0.002）,可知复杂算法在对样本的拟合能力上显著高于线性回归算法，验证了本研究方法选取的合理性；其次，尽管XGBoost算法在训练集的表现最好（R2=0.808），但其测试集所得R2<0，意味其对于样本外数据的预测能力甚至不如将样本均值作为预测值准确，说明模型出现了过拟合现象；最后，LightGBM算法在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各项指标均表现最优或次优，因此选用LightGBM算法作为最终模型。
表7  基于不同算法的样本数据的模型指标比较
	算法
	数据分类
	MSE
	RMSE
	MAE
	R2

	LightGBM
	训练集
	0.012
	0.108
	0.075
	0.514

	
	测试集
	0.019
	0.137
	0.095
	0.110

	XGBoost
	训练集
	0.171
	0.414
	0.317
	0.808

	
	测试集
	1.136
	1.066
	0.879
	−0.203

	随机森林回归
	训练集
	0.671
	0.819
	0.682
	0.250

	
	测试集
	0.986
	0.993
	0.828
	0.045

	线性回归
	训练集
	0.883
	0.940
	0.782
	0.002

	
	测试集
	0.952
	0.976
	0.810
	0.001


2.5.5  模型训练结果
选取表6设定参数分别对所有模型进行训练，将所得结果中特征重要程度汇总于表8，可知地区优势型企业在转型实施和评估迭代阶段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的重要程度显著高于利用式忘却学习，说明行业的大幅跨越使得此类企业需要大幅引进新的资产、技术及管理模式，支撑其数字化转型；在其他情形下，企业开展两类忘却学习的重要程度并无显著差异，说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应当注重稳中求进，不应开展大幅引进或抛弃的跃进行为。
表8  样本数据模型结果的特征重要程度
	群组
	忘却学习方式
	数字化转型阶段

	
	
	战略制定
	转型实施
	评估迭代

	行业和地区双赢型
	利用式忘却学习
	46.2%
	47.9%
	58.3%

	
	探索式忘却学习
	53.8%
	52.1%
	41.7%

	行业优势型
	利用式忘却学习
	44.8%
	48.3%
	49.2%

	
	探索式忘却学习
	55.2%
	51.7%
	50.8%

	地区优势型
	利用式忘却学习
	52.5%
	37.7%
	38.4%

	
	探索式忘却学习
	47.5%
	62.3%
	61.6%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样本企业在单个阶段内部开展两类忘却学习的重要程度相似，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不同学习方式的重要性呈一定的变化趋势，且不同类型企业所展现的趋势具有明显差异。为了直观展现，将表8以图4形式展示。可看出，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在战略制定和转型实施阶段主要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而在评估迭代阶段主要开展利用式忘却学习；行业优势型企业在3个阶段均以探索式忘却学习为主；地区优势型企业在战略制定阶段主要开展利用式忘却学习，在转型实施和评估迭代主要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其中图例部分：double代表行业-地区双赢型企业，IDT代表行业优势型企业，RDT代表地区优势型企业，LW代表利用式忘却学习，TW代表探索式忘却学习；坐标轴部分：X轴为转型阶段（stage），其中DS（战略制定阶段），DZ（转型实施阶段），DP（评估迭代阶段）；Y轴为忘却学习方式的相对重要性（importance）。【各变量在上文中已解释过，无需赘述】
【图4:1.“%”非单位符号，纵坐标轴标目改为“程度”，坐标轴上的比值数应分别补上百分数符号“%”，且补原点“0”。2.横坐标标目改为“阶段”。3.图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并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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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类型样本企业在不同阶段开展两类忘却学习的程度和变化趋势

具体分析发现：（1）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与行业优势型企业的差别主要在地区因素。二者转型路径相似，在战略制定和转型实施阶段均以探索式忘却学习为主且程度相近，但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在评估迭代阶段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程度迅速降低并转为以利用式忘却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而行业优势型企业仍以探索式为主。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属于主动求变，而行业优势型企业因为地区的差距，使得其在转型上面临更高的成本，当行业领头羊效应凸显时，此类企业更倾向于模仿领头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来规避风险，但模仿带来的滞后效应或许会打乱自身变革节奏[30]，导致后期不能有效识别自身知识冗余，因此不能及时转向利用式忘却学习。（2）地区优势型企业与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的差别主要在行业因素。二者转型路径差距较大，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采用先探索式忘却学习为主、后利用式忘却学习为主的忘却学习方式，而地区优势型企业则是先利用式忘却学习为主、后探索式忘却学习为主。较大的差异说明行业因素更能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地区优势型企业对数字技术运用程度低，转型将要面临较强的技术刚性问题，传统的组织架构易于形成“知识孤岛”[31]，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在前期通过调整组织架构、领导变革等方式摆脱来自于内部的阻力[32]，为后期大幅开展探索式忘却学习奠定基础。表9总结了各类型样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主要的学习方式。
表9  各类型样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主要的学习方式
	群组
	数字化转型阶段

	
	战略制定
	转型实施
	评估迭代

	行业和地区双赢型
	探索式忘却学习
	探索式忘却学习
	利用式忘却学习

	行业优势型
	探索式忘却学习
	探索式忘却学习
	探索式忘却学习

	地区优势型
	利用式忘却学习
	探索式忘却学习
	探索式忘却学习


3  结论与启示
3.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2017－2021年度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基于行业数字化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年龄3个维度对样本划分群组，随后采用LightGBM算法分别获取各群组在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的学习方式，得出3条路径。对结论总结并讨论如下：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所处行业数字化程度、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年龄的影响，其中行业因素的影响最大。刘淑春等[27]曾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受所处行业、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但未涉及因素间的对比，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当中，行业的差异使得企业的学习方式呈现近乎相反的表现，表明行业是影响企业转型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与陈玉娇等[10]、黄节根等[17]的结论相符；而李煜华等[7]将具有行业优势的企业定义为数字原生企业，相对于非原生企业，这类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存在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更容易规避来自内部或外部的阻碍，采取更迅速的行动。
第二，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时优先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取，并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过时知识的抛弃。尽管现有研究多次提及组织学习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鲜有触及组织具体的学习方式。【赘述】对于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行业的先进性使得其对于转型所需的新技术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地区的经济优势能够使其转型耗费更低的成本和风险、面临更小的内部阻力，从而吸引了大量同类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产生了高强度的竞争。此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倾向于率先引入数字化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当企业“站稳脚跟”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将会表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17]，此时将注重于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或精简业务线来剔除那些多余的、不合适的知识，由追求知识的数量转向追求知识的质量。例如总部位于深圳、躬耕于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数字化转型经历了由前期数字技术的大量引入与创新，到后期合并和缩减已有价值链环节，形成高效的转型模式，并具备对外输出解决方案的能力[33]。
第三，行业优势型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全程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取。此类企业所处行业的先进性和激烈的竞争氛围促使其善于主动吸收外部先进知识，如位于宁夏的西云数据，将发展重心始终放在数字基础设施的购进与建设，强大的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抓住“东数西算”工程机遇并获得快速发展。但此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很强的跟随和模仿性，相对于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又因地区劣势而获得有限的配套设施支持，更高的成本和风险使得企业转型节奏不同，在后期难以跟随行业和地区双赢型企业进行高频率的新旧知识更替[34]，容易导致新技术新模式在应用上的滞后，最终产生试错风险[12]。
第四，地区优势型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优先注重内部过时知识的抛弃，并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外部知识的获取。对于扎根工业化范式的老牌企业，需要首先忘却初创环境中的固有逻辑才能实现数字技术内部化[6]。企业管理者需要做好数字化动员，统一组织思想、接受变革，拥抱创新，才能降低数字化转型遇到的阻力[2]。在转型的中后期，大量数字资产的购建以及管理模式的引入标志探索式忘却学习成为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主要学习方式，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建设重大装备润滑安全数字化运维平台的过程中，首先将开展与数字技术相适应的组织架构调整和管理流程优化作为入手点，随后转向应用软件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五，数字化转型对行业追随者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根据本研究结果，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年龄集中在“腰部”区域，年龄过大或过小的企业转型意愿均较低。一方面，技术范式的转变不仅使得老牌企业原有行业领先者的技术壁垒消失，其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得组织内部产生拒绝数字化红利的阻力[6]；另一方面，行业内的初创企业则困于较差的资源和能力而在数字化转型上显得有心无力。行业追随者企业拥有极具竞争力的行业资源又较低受限于现有的技术刚性，获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会窗口，能否把握这个机会是其打破行业格局、实现后来居上的关键。
3.2  启示与不足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获得以下启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需要明确自身优劣势，选择合适的转型路径。对于身处高新技术相关行业的企业，应善于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快速的技术迭代实现快速高效的数字化转型，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对于行业数字化程度低的企业，应借助区域其他同群企业的榜样效应，对比“过滤”自身所不再适用的观念与惯例，同时借助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渐进性地实现数字化生产和运营。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企业群组的划分维度不够细致，较大的颗粒度使得企业定位并非绝对清晰；其次，仅考虑两类忘却学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未放入其他可能的相关变量，未来可考虑纳入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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